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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世纪的经学研究者们所使用的话语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转变，即从宋明时期的理性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具怀疑精神和世俗化的经验主义经学。通过对知识的来源作细致研究，清代经学家主张人们应该更精密地考索经书文本，来重估如何正确合理地构筑经书中的古代理想。转向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经学研究，意味着当时知识精英的论辩重心，已由抽象概念和理性主义论题开始让位于具体事实、信而有征的制度、古代的自然研究以及历史事件。大体而言，在清代经学家看来，宋明“道学”对于实证研究构成了阻碍，因为道学并不鼓励进一步的实证性研究。他们所提倡的对于知识的实证性研究在分析经学传统时将“证”与“征”置于核心的地位。同时，学者和批评家也将历史学分析应用于清代官方所尊奉的经典之中。其结果导致了官方尊奉的经学注释失去其光辉，文献批判和考证转而被当作捍卫古代经典的手段。作为帝制晚期中国的一场儒学运动，清代经学家们依旧试图重建儒家经典中所描绘的愿景。然而，其考据学的早期现代特征所具有的力量，最终还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去经典化和去权威化的趋向，尽管这已经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所设定的知识范围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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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制中國的經學

　　自西漢時期（206B.C.-A.D.8）政府以國家力量認可今文學為官方學術後，中國各代往往以經書或正史論贊中因襲相沿的古老語言來表述他們的政治主張。無論是有理想抱負的士大夫官僚或以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政治投機分子，甚至歷朝的專制統治者，都不得不透過國家禮制、經典的權威以及過往歷史先例這些受控制的媒介來闡述他們的政治觀點。上千年來，古典的五經（《易》、《書》、《詩》、《禮記》、《春秋》）和前現代中國的政治論述間，一直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在帝制中國，無論是保守、溫和還是激進的政治主張，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出上述經書具有疏導政治行為和政治表達的力量。由於中國皇權的文化合法性須藉由經書的政治論述加以闡發，政治改革家常常也以辨偽疑經者的面貌出現。舉例來說，「今文」與「古文」原本是古代書寫形式的不同，今古文之爭卻也由經書本身的論辯捲進政治辯論中。在這種場合下，不管是要為帝國政策的合法性找出經典論據，還是透過指控某些經書為偽作來質疑其合法性，訓詁學、尤其文字學，是不可或缺的。
　　《五經》是一組以古奧文言文寫就的經典，它保存了古代聖王的正統教說、自然哲學和典章制度。即使代代相沿歷經了許多世紀，對有志在政治舞臺中大展身手的人來說，經書和史書都還是他們的基礎課程。即使到了宋代（960-1279）以後，《五經》的重要性相對而言被較易誦讀的《四書》所取代，《五經》仍是帝制中國晚期士子企求在政治領域中晉升、取得名聲和權力的重要關鍵。古代士人一個基本的想法是，若欲實現古代聖王的理想，必須珍視並追索、研究歷史過往。由此，學子從經書中獲得涵蓋眾多豐富面向的人類經驗，並在諸般成敗得失事蹟中找到他們進退趨避的應對之道。經書中包含了理想社會秩序的典範，以及對一種超歷史真理（transhistorical truth）的絕對訴求（absolute claim）。
　　經書中的理想是帝制王朝成立的基礎，透過這些理想，實行政治控制的國家機器才有其正當性。在帝制中國，無論政府官員、學者或是士子，透過嫺熟經書，都能對政府和社會的良窳有大體一致的假設。若欲實現古代聖王的理想，必須珍視並研究過去的經驗。國家組織的合法性（raison d 'etre）和對自然現象的解釋既然都已記載在經書中，中國中古逐步確立的科舉考試制度，便是以經書內容為考題，測驗了數以百萬計的人，並從中選拔人才。由此可知，帝制中國時期經學在政治論述中佔有的核心位置，正是訓詁學在「士學」（literati learning）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條件。
　　由於古代中國文字的多樣與歧異，在帝制中國時期，訓詁學中的文字學成為解讀經書時重要的訓詁工具。相較於中古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中國這一發展領先了數個世紀。舉例來說，東漢（25-220）許慎（58-147）編纂的古文字典《說文解字》，根據了530個部首來歸納統整共達9373個不同的字。即使後來有人對其作出修正，在前現代中國，《說文解字》的編纂架構仍是古代中國字書的基礎。
歐洲方面，Dom 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在1708年出版他的拓荒之作Paleographica graeca，這部書細緻地研究希臘文手稿，並發明了「古文字學」（paleography）一詞。它也理解到這一事實：書寫方式的變遷史是想要系統地將古代手稿歸納分類的一個重要關鍵。就這一點來說，這部著作在歐洲是前無古人的。稍晚的Scipione Maffei（1675-1755）也認識到，古典時期已存在的一些特定書寫方式，即使在羅馬帝國衰亡後仍獨立地不斷發展變化，因此造就了中古早期拉丁字母的多樣性。回到中國，關於上述文本上的問題，帝制時期的經學家早在公元前一世紀便開始密切討論了。

　　在帝制中國，掌握了經書的詮釋權，實際上便如同掌握了對王朝移轉和政治合法性的解釋權。在這一點上，歷朝皇室非得仰賴學者和官僚們的合作不可。從公元1313年至1905年的三個朝代便是著例。蒙古人入主中國、建立元朝後（1280-1368），異族統治者便接受士人的建議，將宋代程朱學派大師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經書詮釋定為科舉考試的權威標準。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統治者跟隨這個腳步，在士人的獻策和相似的考慮下，接受程朱「道學」（新儒學）的權威性，認為它最適合用來解釋其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作法的實際結果是，自明代初期以降，程朱學派的思想學說攫取「帝國之聲」（voice of imperial politics），成為帝國政府的意識形態。

　　宋代學者的核心關懷是，要建立一個賦予意義的象徵結構，在這個結構中，所有的人類經驗都可以找到其定位，並彼此有所聯繫。這種學術傾向本身便十分像樣，由此文字、訓詁等知識被相對地忽略了。如同漢代的先例，道學的關聯符號和政治寓言並不需要，也因此而不鼓勵發展批判性的思維。這解釋了為什麼須先對河圖洛書的象徵與符號思維產生質疑，才可能進一步重新評估程朱學派的歷史基礎。
　　然而自十六世紀起，程朱學派的哲學看法（philosophical persuasion）便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這一批判的勢頭在十七、十八世紀更如火如荼地延燒。在學者與官僚之間，展開了一場關於如何恰當評價《五經》和《四書》的拉鋸戰。經書仍然是政權合法性的依據，但部份經書的文本內容則受到質疑。經書依舊是神聖無誤的，但人們已採用新眼光和新策略來閱讀並詮釋它們。部份由於耶穌會士的影響，十七世紀的士人也開始在自然哲學和天文學的視野下來重估經典。
二、十八世紀中國的思想與社會脈絡

　　十七世紀時，在江南（包括江蘇、浙江、安徽等省份）的學者逐漸形成一個經學研究的社群，他們以考證研究為基礎，其發展和成果最終影響了由北京所認可的官方經學課程。以訓詁為框架的經學研究，標誌了精英階層對於過去知識的認識主流（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common codes of elite knowledge about the past）正產生重要的轉變。另一方面，十八世紀經學家的文獻語言，也加快了以朱熹的道德哲學為代表的宋明理性主義（Song-Ming rationalism），向更具懷疑精神和世俗化的經驗主義經學（skeptical and secular classical empiricism）移轉的步伐。透過對知識的來源作細緻研究，而不是靠主觀的理性推理，清代經學家主張人們應該更精密地考索經書文本，来重估如何正確合理地搆築經書中的古代理想。

　　經學研究的實證主義轉向，意味著當時知識精英的論辯重心，已由抽象概念和先驗理性論題（a priori rational argumentation），讓位給具體事實、可證實的制度、古代自然科學以及歷史事件。大體說來，清代學者認為宋明道學為追求可檢證真理（verifiable truth）設置了阻礙，因為宋明儒士看來並不鼓勵進一步探詢實證性的問題。清人以「實事求是」為標榜的實證性研究，將證據和事實視為經學傳統本身和開展批判的核心，同時間，學者和批評家也運用歷史學的批判方法來處理官方經學的問題。發展的結果是，經學注疏失去其光輝，文獻批判和考證被當作捍衛古代經典的手段。

　　考據學者認為，有效的知識錘鍊來自外在事實和不偏不倚的觀察，因此，十八世紀的士人也加強了對自然研究（to study of the natural world）的興趣。中國並沒有綻放如歐洲歷史上所發生的科學革命，
但考據學者確實將更多精力投注在了天文、算術、中醫與地理等學科上，並給予了它們很高的地位。十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以前，明代人對科學的興趣並不明顯；
此時受到復古關懷的刺激，學者要為上述學術找到其應有的位置，考據家像戴震（1723-1777）、錢大昕（1728-1804）、阮元（1764-1849）等人便成功地將西洋天文學和數學的技術面諸般要素吸收至經學的知識架構中。特別是錢大昕，他承認了學術傳統的擴大，還說「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為儒者。中法之絀於歐羅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
，認為士人知識廣度增加，可以移轉數世紀以來把重心放在道德和哲學問題的錯誤風氣。
　　清代學者也致力於衝破宋明道學建構出的形上學和宇宙論思想的重層帷幕。在清初宋學（程朱學）復興的當下，閻若璩（1636-1704）的《尚書古文疏證》卻向世人揭示傳世的《古文尚書》，其實是後人的偽作，大大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即使在1745年以前，閻若璩的這一發現僅以手稿形式流傳，它還是极大地有助於反駁道學中如「人心道心」這些建立在《古文尚書》上的學說。
閻若璩的同道胡渭（1633-1714）雖沒有那麼高的知名度，也在著作中揭露了宋代藉以表述宇宙論的圖示，亦即著名的《河圖》、《洛書》，其實是背離正統儒學的。他們的發現在十八世紀由惠棟（1697-1758）進一步證實，而惠棟的學生則復興古代的「漢學」，並比閻若璩或胡渭更加猛烈地批評宋學。

　　語言、文字在乾隆（1746-1795）和嘉慶（1796-1820）時期成為研究探討的對象。來自安徽的戴震便認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以此來描述訓詁取向的研究。著名的經學家和史學家王鳴盛（嘉定人，1722-1798）也主張「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轉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中矣。」
，回應了戴震的看法。
　　在十八、十九世紀，上述語言、文字的研究進路被確實地接受，並將數以千計的學者收攏在考證方法的旗幟之下。在這种情形下，以考證研究為圭臬的學子致力於突破宋明道學的形上學和宇宙論所編織出的層層帷幕，希望找回經書中的古代聖王的原本面貌和其所展現的、未受扭曲的真實意義。清代學者重探古代經書的結果是，原先由滿人統治者所認可、用作帝國科考和官方意識形態基礎的程朱經學傳統，其合法性開始成為了問題。
　　十八世紀行將終了時，經書在政治上的地位儘管沒有動搖，但它相對於史學研究的權威卻已大幅削弱。
章學誠（1738-1801）「六經皆史」的說法，便將原本應該是永恆性質（timeless）的經書，放在無間斷的歷史之流的架構（the framework of the endless flux of history）下加以考慮。而且在十八世紀，章學誠這種想法還不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一些哲學性概念也同樣逃不過實證研究的檢驗。儘管多數考證學者偏好純實證的考據研究，少數由戴震所引領的學者，則把文字、聲韻、訓詁等學問，當作建立更精確無誤的文本、並由之來進一步處理傳統哲學問題的新手段。在戴震的影響下，經書中重要的觀念和理想，需通過訓詁研究方得以彰顯。這種研究方法運用在文本批評上已取得豐碩成果，考證學者希望能進一步證明，這種方法在處理道德哲學的問題時，也能取得同樣巨大的成效。

　　
漢學的興起

　　清代的經學傳統，是伴隨相關政治、社會、經濟環境改易而產生轉變的。和其它傳統一樣，實際現實同士人對現實所抱持的觀念之間的衝突緊張，決定了經學安排現實秩序的方式。這一衝突緊張包括恆久的道德與政治議題，促使人們對其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回應。在帝制王朝的政治統治下，這些回應絕非凝滯、一成不變的。經書中的觀念，以及相應的詮解、表述和立基於此的實際行動，都會隨時移勢易而改變。對面臨著不同問題的士人來說，經書中相同的一個詞、一段話，其指涉便有可能不同。對信奉程朱道學的人而言，「道統」代表了聖人們的以心傳心。但對越來越多的清代學者來講，道統說是宋儒受到禪宗「傳心」理論影響的產物。

　　由於技術性論著的出現，並成為生機蓬勃的經學研究事業的一部分，訓詁學研究在十八、十九世紀得以穩健發展。儘管就本質上來說，清代學者並不是要達到「科學」（scientific）或「客觀」（objective）的學術目標，但他們的確提倡一種平心的（impartial）研究進程：他們認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恢復與古代世界一度中斷的對話。起初，清代學者回頭追溯，找到了唐朝與東漢的文獻，希望以此克服宋明經書註解帶來的侷限。唐、宋、明等代的士人多已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響，與之相比，東漢時期經書的本文及注解相對來說較少沾染到佛道概念，故十七、十八世紀的儒家純正主義者（purist）對漢代學者的敬意和關注便與日俱增。
　　偏好東漢經學的「漢學」學者，與信奉程朱學派的「宋學」學者間的論爭，並不僅僅代表好古者間的學術探詢。漢學的支持者質疑滿州統治者援引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官方意識形態（程朱學）。而十八世紀對「漢學」的重新建構，則使人們認識到，古文經學得勢的東漢經學，和崇奉今文經的西漢經學其實大不相同。
　　嚴格來說，「漢學」指的是十八世紀中葉以惠棟為首，在蘇州漸成風氣的學術社群。由於惠棟和他在江南的大批支持者激烈地屏斥宋學，他們便轉而尋求重建東漢時期的經傳，特別是成功地集今古文經學大成的鄭玄（127-200）的作品。由於東漢時期去古未遠，較接近經書編纂的年代，東漢學者對經書的解釋便被認為較有可能呈現經書的真實意涵。
　　

三、十八世紀的經學與律詩復興

　　在漢學興起的同時，乾隆晚期的士人也見證了《五經》與唐詩的復興，這對強調《四書》和八股文的程朱道學傳統來說，不啻是個重大的逆轉。古學的復興，特別是宋代以前士人的著述與注疏，使清代學者逐漸覺察到詩賦在唐宋科舉考試和士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八股文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文體是一劃時代的轉變，這個過程肇端於宋代，經過元朝的持續發展，至明代前期律詩被排除在考試科目外而達到最高峰。但八股文到十八世紀中葉也漸漸走到了末路：儘管有所疑慮，乾隆皇帝還是在1750年代要求科舉考試增加律詩寫作的比重，到了1760年，他甚至下令將注重聲韻的律詩定為帝國官學課程的一部分，並對此舉行每月一次的測驗。

　　清廷緩步但確實地背離了元明時期科舉考試中的一些關鍵要素。
首先，具改革心態的官員開始質疑像論、詔告表、判語等考試科目。其次，律詩寫作被認為是適合用來衡量士人從政能力的標準。清代許多像章學誠這樣傾向程朱學多過漢學的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回顧起1756、57年偏重律詩寫作的考試改革時，認為它是個序曲，由此開啟了往後四十年將科舉考試變成在古文和律詩佔主導地位下競逐文學品味的過程。根據章學誠所論，早期科舉所重視的「實學」，已經被取而代之了。

　　詩作能力是唐代進士科選舉的重要標準，使得律詩這個文體在士人間有了特殊的地位。但唐代以後，古詩和律詩都喪失了它們原先在科舉考試和士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對清代學者來說，由於律詩寫作在程朱道學籠罩的元明時期喪失了過去的特殊地位，因此它既具備了去古未遠的特質，又能不沾染到滲透進宋代思想中的佛學因子，得以保持如余寶琳（Pauline Yu）所說的「美學上的純淨」（aesthetic incorruptibility）。

　　1756年，「五言八韻」再次成為官方所要求的文學形式，在1757年的會試中開始實施，並於1759年擴大應用至鄉試中。
起初律詩寫作的題目被安排在第二場考試，正好取代了原先的詔告表和判語等考題（它們是在四個世紀以前道學勢力高漲的環境下取代律詩成為考試科目的）。1758年，以律詩為取士標準的規定更擴大落實到地方的資格考，並於1760年延伸到生員的考核与复考中。
　　
清中葉（1757-1787）科舉改革後鄉試與會試的科目：

	科目
	題數

	第一場

	四書
	3道

	論
	1道

	第二場

	易
	4道

	書
	4道

	詩
	4道

	春秋
	4道

	禮記
	4道

	詩題
	1首

	第三場

	經史時務策
	5篇


　　在考試制度轉變的過程中，為了幫助人們理解新的體裁和作詩之道，各種韻書日漸印刷並散佈出去。透過教導人如何作字對及織造不同字數的辭的蒙書，年幼的男孩（和女孩）學會了怎樣寫作五言或七言律詩。這些發展是個明顯的標誌，說明當時人復興了以詩作能力作為衡量文化成就標準的想法。在十年間，唐宋詩集一再被刊印出版，且數量持續增加。同時，各種自明代以來的《詩話》著作也被刊印出來，且清代學者仍繼續在編纂許多新的《詩話》。
童生與生員透過上述選集來學習律詩，較早編成的《千家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隨之而來的是，科舉考試的改革者面臨了兩種立場，得從中做出決定。一個立場是提升已在第二場考試中取代詔告表和判語考題的律詩寫作的地位。另一個立場則是繼續重視在1756年後移至第一場考試的論的考題。在這場爭論中，論的考題因為代表了宋學而成為標靶。漢學學者希望進一步強調、提升唐詩的地位，因為它越過宋代、直接和古代學術連結。他們希望先降低「論」在考試中的比重，最終把它由科舉中完全移除。
　　律詩用韻規範和音學的密切關係，使律詩復興的勢頭更加如火如荼。在十八世紀的考據研究中，音學可以說是訓詁學之后。清代學者以文字學和聲韻學為基礎，形塑了一個研究架構，企圖以此重建中國文字的意義。這個考證學趨勢的一個副產品，是使人們充分認識到，詩、特別是律詩，對於以聲韻學、文字學與訓詁學為手段重建古代世界這個理想而言，具備了何種程度的重要性。

廢除科舉考試中的專經要求
　　儘管從1756年後律詩寫作已作為題目加入科舉考試中，清代學者仍有不滿足的地方：他們對科舉應試者多數只專精《詩經》和《易》，而忽略其他經書（特別是《春秋》和《禮記》）的現象感到不滿。舉例來說，1765年，在一份由四川總督所上呈的奏摺中，描述了參加四川鄉試的六十位考生研習經書的情形：十四個人專經《易》（23%），十三位專經《書》（22%），二十一人專經《詩》（35%），專經《禮記》和《春秋》的有九人（15%），五經皆通的只有三人（5%）。從這份奏摺和其附件可以看出，即使1756年的科舉改革已將五經的考題移至第二場考試，學子們仍要受到激勵，才會在那些較冷門的經書上下工夫。這個問題的存在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改變考試中專經要求的最後一個步驟始自1792年。1787至1792年間，五經輪流成為考試科目，《春秋》是循環中的最後一部經書。此後，科舉考試便廢除專經的要求。繼1787至1792年五經中的《論語》最后進入輪考的考核範圍以后，科舉考試改革的最后一個步驟針對專業科目的變更髮生在1792年。

提高對舉子經學素養的要求這一戲劇性變化，和科舉考試競爭日趨激烈的現象彼此呼應。科舉考試要求條件的改革，部分導源於中國的人口壓力。科考難度提高，再加上參加考試的人不斷增加，意味著通過考試的機會更加有限。一直要到太平天國之亂後，朝廷才考慮增加文試額數。以下是晚清科舉考試的科目：

1793-1898年鄉試與會試的科目
	科目
	題數

	第一場

	四書
	3道

	詩題
	1首

	第二場

	易
	1道

	書
	1道

	詩
	1道

	春秋
	1道

	禮記
	1道

	第三場

	經史時務策
	5篇


　　從1793年開始，無論鄉試与會試的考官都會分別從五經中摘引一段文字，讓考生在第二場考試中作答。這顯然是接受了漢學派對五經的重視，並記錄了東漢學者是如何博通五經，而非專守一經的學風。到了1787年，考生若在考試中透露出欣賞宋學的態度，往往會受到駁斥。

　　不過漢學的倡導者對改革結果仍未完全滿意。錢大昕便在他的私人著述中建議，應該將《四書》移至第二場考試，讓《五經》優先出現在第一場考試。他不滿地認為科考經過了四個世紀，《四書》任一可能被徵引的段落、題目，考生都有相關的文章可以參考。
如此一來，考生便只讀坊間傳刻的那些文章，不讀四書本文。錢大昕的想法是，五經宏富艱深，以之為考題，可以避免上述的問題。孫星衍（1753-1818）也有類似想法。他在一份上呈給皇帝的奏章中呼訏，科舉考試應復興漢代的注、唐人的疏，以此來補充宋人的註解（這三者在明初被視為官定注疏的三部曲）。但這些提議都沒有被採行。

　　在某些場合，北京的漢學群體卻能輕而易舉的改變考試內容，其容易程度令人吃驚。1792年，時任禮部尚書的紀昀（1724-1805）要求廢除科舉考試中胡安國（1074-1138）的《春秋經》傳注。胡安國傳注是宋學派的，和其它宋學註解一樣，裡頭清楚地傳達了道學的信念，這對漢學家如紀昀等人來說，是不合時宜的。紀昀批評胡安國的著述，認為胡安國僅僅是利用《春秋》來裝飾他關於北宋滅亡、南宋遷都的看法而已。紀昀偏好漢代的《春秋三傳》（《三傳》的解釋已充分表現在康熙朝編成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且駁斥了胡安國的許多觀點。對於紀昀的要求，乾隆皇帝立刻予以回應：他下令從1793年起，科舉考試不再採行胡安國的傳注。

　　但紀昀也沒有完全取得勝利。漢學學者以提升《五經》地位、使其成為考科這一做法挑戰《四書》，固然取得了成功，但《四書》在縣學、鄉試與會試中仍然是最重要的一科。在清代科考中，《五經》的五道題目一如《四書》，被當作一個整體看待。對考生應答《五經》的五道試題，主考官確實傾向於給出一個一致的分數，而這麼做會降低了這些經書各別的重要性。至於朝廷這一邊，則偏向折衷的立場，這能緩和漢宋之間的爭端，使乾隆朝的改革可以成功地取得官僚集團的合作。
今古文之爭
　　以「追求證據」為號召的考證研究孵育出的訓詁學與義理的叛變，也造就了可供今文經學者登上歷史舞台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由於多數今文經文獻來自西漢王朝，不像東漢或漢代以後的著述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響，今文經本身以及其中反映的孔子形象逐漸得到新的關注和尊敬。在一開始，清代今文學並非是為了順應西學合理化的要求而興起；相反的，在今文學未與十九世紀的改革問題相連結以前，它其實是作為當時備受尊敬的主流漢學的一支而興起的。更有甚者，在發動激進的西化主張之前，今文學者實際上採取的是傳統型態的儒家改革。

　　到了1800年，越來越多激進的考證學者希望把他們新的、打破過去壟罩的經學觀點建立成新規範，這麼做的賭注很大，而在這過程中，晚期帝制中國合理化政治正當性的政治論述，其內容和形式也被帶到了一個新方向。十八世紀後期重新發掘出來的今古文經之爭，促使清代學者對經學源流產生了不一樣的觀點。在清代士人間，最早強調西漢今文學重要性的是常州的莊存與（1719-1788）与劉逢祿（1776-1829）兩大家族。為了爭逐官方正統的地位，漢學派中也產生了深刻且難以調和的差異。藉由回歸西漢今文學，也就是他們所謂的「漢學之真面目」，常州今文學者開啟了對漢學末流的爭議。今文學者開始聲稱，宋明時期的程朱學者、甚至為清初考證學者視為正統的經學傳統，其實都建立在據稱是王莽篡漢後的「新朝」（9-23）所資助偽造的古文經典之上。
　　莊、劉家族與漢學研究新趨向的關係，足以顯示學派、家學和宗族在十八世紀考證研究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可以由莊、劉家族的例子看出，在今文學運動建立學派的過程中，宗族的複雜機制明顯地髮揮着作用。今文學的支持者轉向《春秋公羊傳》，因為它是唯一一部自西漢以來仍完整流傳的今文經傳注。今文經以「當代」文字抄寫而得名（由小篆演進至後來的隸書）。西漢今文學者把孔子描繪為一個預見政治變革的「素王」（uncrowned king未加冕的聖王），《公羊傳》則能提供文獻素材支持這一觀點。

　　然而，在前漢太學的文獻中，還存在著其它解釋《春秋經》的著作，此即後來著名的《左傳》。《左傳》為後東漢古文學派學者（「古文」就字面上了解，指的是「古代文字」，也就是大篆）的觀點提供了文獻上的證據：他們認為孔子是個值得尊敬的教育家，是「述而不作」的；這和今文學家描繪的具有領導魅力（charismatic）的作者形象相差甚遠。東漢王朝於公元220年終止後，這部經典要到七世紀的唐朝才重新得到官方認可。《左傳》此後一直保持了其正統地位，直到十八世紀中期常州的漢學家對它提出質疑為止。
漢代經學「家法」所採用的經書及其注解，是他們政治忠誠的基礎。當十八世紀常州學者重啟今古文之爭的議題時，他們改造了一個曾有過但失敗的學術甚至政治運動。在漢學研究的流派中，古文及其詮釋一嚮是反映政治派別的基礎。當今古文之爭的議題被重新開啟時，十八世紀的常州學者重建了過往的興盛的學術和與之相關的政治運勢。 漢學和今文學在士大夫官僚穩健地轉向新形式政治論述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認為自元明以來賦予專制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合法性的宋型政治價值（Song political values）已經不合時宜了，故意欲取而代之。
　　在政治、社會與經濟不安的年代，今文學和漢學抱持著新的信念，主張務實且刻不容緩地面對這些變局。常州今文學者重組經學傳統的動作，也標誌著他們走出了第一步──意欲解放自東漢王朝以來，由帝國規範和理念層疊積累而成的禁錮的第一步。如同晚明的先驅，考證學者反對作為官方正統的程朱學。而考證學家的作法和宋明時期的先行者一樣，以源遠流長的經學傳統為資源，藉此表達他們的政治主張，這種傾向在1898年的改革運動中攀至最高峰。

　　十九世紀晚期，廖平（1852-1932）和隨後的康有為（1858-1927）都從常州今文學派及其眾多後繼者中得到靈感。康有為是廣東的學者，在他影響力甚大的《孔子改制考》中，他發展出自己對孔子的一套既獨特又有政治風險的解釋，認為孔子是一位社會改革家。《孔子改制考》出版於1897年，但在1898年和1900年都因為政治因素遭到查禁。根據康有為的說法，孔子預見了制度變革，並清楚地闡明了一個進化的觀念，但後來的古文家把這一觀念掩蓋過去了。康有為這種顛覆性的詮釋，將他的「改制」理想指向了現代化的體制改革。再一次，康有為對經典合法性的詮釋，對程朱學的正統地位構成了挑戰。
四、清代訓詁學與自然科學

　　考據學的影響，從考證學者對十七世紀由耶穌會士帶來中國的算學和曆學興趣漸增這一點也可看出。此外，對明清時期的士醫／儒醫來說，精熟醫經絕不只是一項輔助工具。為了還原古代著述和註解中的醫學原理和醫療實踐，古典研究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考證研究的形成和醫學復古潮流相互刺激，推動彼此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古代醫經如《傷寒論》被再次重視，刺激人們重新檢視宋代以前關於傷寒病和熱病溫病的療法。例如面對傳染病時，醫者越來越多地以涼劑和解熱的方法來取代過去的溫性藥材。各種「南病」因其風土條件、傳染力以及橫行肆虐的程度和過去的瘟疫不同，挑戰了以往人們建立在《傷寒論》標準療法上的信心，促使醫者在金、元、明時期發展出一個新的醫學架構。
　　清代古今醫學的論辯也和漢宋之爭有關。舉例來說，尊奉《五經》的考證學者為了克服近代程朱學傳統的不足，強調的是宋代以前遙遠的過去，這種論說也進入了醫學文獻的討論中。一如漢學學者，清代的儒醫也由漢代醫書如《傷寒論》和最早的注解入手，他們認為越早期的注解越接近經典成書年代，也越能呈現其真正意涵。正因如此，清代儒醫／士醫拒斥宋代醫者所仰賴的宋代醫學資源，因為它們去古甚遠。
　　另一方面，清代學者對數學（算學）和天文學（曆學）的興趣，是直接受到耶穌會和梅文鼎（1633-1721）等人的發現所影響而成長的。梅文鼎主張，研究物理和自然世界，是接近「理」、也就是接近構成自然界根本原則的途徑。本質上來說，梅文鼎將西學視作提昇理學觀唸上的道德与唯心學（metaphysical）的數學化的手段。
但與此同時，梅文鼎仍然秉持著西學中源的信念。這個信念讓梅文鼎以及清朝宮廷高層的支持者認為，恢復中國固有數理科學傳統的榮耀是當務之急。在康熙朝的官方贊助下，算學、包括律呂之學，已從原先一個無關緊要的技能提升為一個可以補充經學研究的知識範疇。

在康熙時代的數學興趣復興下，梅文鼎的孫子梅瑴成（卒於1763年）及其他人開始找尋古代的數學典籍，卻發現最初包含在《算經十書》裡的著作，沒有幾部是找得到的。此外，除了李冶（1192-1279）的《測圓海鏡》（成書於1248年）之外，秦九韶（1202-1261）的重要作品，以及朱世杰（約1270-1330）關於四元術和其它重要主題的著述的流傳並不廣泛，有可能在滿清滅明朝的過程中佚失了。
　　1750年後，大規模努力復原和校勘中國古代數學寶藏成了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期考證學熱潮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康熙朝的最後幾年，與《古今圖書集成》竣工同時，許多數學典籍也在官方力量支持下得到整理。1726年出版時，《古今圖書集成》包含有來自明末清初《崇禎曆書》的歐洲文獻。在《集成》的曆法典中，便有五部跟數學有關的作品：
1. 周稗算經

2. 數術記遺

3. 謝察微算經

4. 夢溪筆談

5. 算法通總

　　在1773年至1781年間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四庫全書館館臣中包含了像戴震、孔繼涵（1739-1784）等精曉古代數學的學者。在天文算法類中，收有58部著作（見下）。館臣從明初的《永樂大典》中謄錄出許多在宮廷中保存得較完整的古佚數學典籍。舉個例子來說，《四庫全書總目》中有二十五部數學典籍的提要，其中九部是唐代著作，三本宋元時期的作品，包含利瑪竇（Mateo Ricci, 1552-1610）和徐光啟（1562-1633）合作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在內的四部明代著作，以及九部清代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康熙朝編成的《數理精蘊》和梅文鼎的幾部著作。
　　復原古代數學典籍的工作也擴展到了清帝國的疆界外。朝鮮和日本在保存中國典籍上的重要性世所共知，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阮元復原重建的朱世杰《算學啟蒙》一書。這部書從1433年起在朝鮮當作教科書使用，阮元便是利用1660年印行的本子來完成還原工作的。《算學啟蒙》傳至日本後，這部書以及其中一元多次代數方程式的符號運算（single unknown algebraic notations，天元術），在十七世紀日本數學發展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阮元於浙江巡撫任內，在杭州編撰完成了《疇人傳》。總的來說，它標誌了十八世紀江南學術圈熱衷自然研究的決定性時期。這部書於1849年重印，隨後有所增補，書中涵括了280個疇人（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傳記和作品摘要，其中三十七位是歐洲人。十九世紀時，《疇人傳》又引領出四部續編性質的作品。十八世紀晚期，數學開始在士人間取得重要性，越出了宮廷的範圍：它們通過考證研究與經學結合了。作為自然科學贊助者的阮元，在中央或地方都身居要職，特別是任職國子監時，具有影響力的《疇人傳》成為數理科學與考證研究結合的代表。到了這個時候，數學已不再獨立於經學研究之外。
學者們將數學吸納至考證研究中，使自然科學成為經學研究的一部份。這也解釋了自十七世紀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以來，自然研究與技術在帝制中國晚期的命運。 
　　梅文鼎和梅瑴成在評價前現代歐洲的天文學發現時，試圖從經書中找出證據，說明這些新知識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古代傳至西方地區的中國知識基礎上。由此一事，可以看出當時人綰合考證學與自然科學的想法。又如梅瑴成主張，宋元天元術表示代數方程式的方法，和之後由耶穌會士介紹到中國的「借根方」（algebraic formulas）並無不同。這種「中源」的論點為清代士人重燃的科學興趣賦予了合法性，而訓詁學也成為日後考證學者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之一。
 
　　十八世紀與考證研究聯繫起來的數學是演算算法（algorithmic），也就是說，重視的是得到正確結果，而較不關心證明方法和公式。舉例來說，汪萊（1768-1813）和焦循（1763-1820）都嘗試建立以天元術為名的傳統中國代數方程式，而非僅僅機械地接受耶穌會士和後來的新教徒帶入中國的印度─阿拉伯式代數（Indic-Arabic forms of algebra）。特別是汪萊，他遵循西方正負根的觀點（western view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ots），由天元術中得出不只一個的正數根，對傳統代數方程式求單一正數根解來說，做出了新的貢獻。

　　任職於北京欽天監之天台時，汪萊在他的天元術中運用了自康熙朝以來便長期為欽天監所接受的西方方法。由於他和欽天監中潛在的耶穌會「新學」間的職業紐帶，汪萊受到那些醉心傳統數學、更為保守的考證學者的批評。這些學者認為，汪萊在仿效西方方法上，已經走太多以至過了頭。李銳（1765-1814）未任職於宮廷，故和江南學術群體關係更加緊密。他設計出一套嚴密地以宋代數學為據的天元方程式理論，得到更多來自儒士的支持。這群支持者中有許多人仍然尊敬楊光先（1597-1669），因為後者曾在1660年代控訴康熙朝的耶穌會士。1850年以前，經學的地位仍舊優於西學，考據學家的復古志趣刺激他們研究中國固有數學典籍文本的歷史，而不是像汪萊那樣，在西方數學創獲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清代士人重新燃起的科學興趣，透過「西學中源」的論點而有其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之後的考證學者如徐壽（1818-1882）、李善蘭（1810-1882）等，也在十九世紀時把訓詁學當作一個關鍵工具，以此來搭建西學與中國傳統科學的觀念橋樑。由這過程可以看到，十九世紀現代西方科學最初引介至中國時，與中國固有的經學研究是兼容不悖的。
*********************************
　　十九世紀立基於考證研究的清代考據學遺產儘管重要，在本質上卻並不獨特。自明代以來所援以作為政權合理性依據的政治價值早已日趨過時，士大夫們也在緩步尋找新型態的政治論述，在這一過程中，漢學和今文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代伴隨爆炸性人口成長產生的社會與經濟壓力，是前此統治者和官僚所未曾面對過的問題。到1800年時，中國這塊土地上已有超過三億人口。這時，脫胎於封建時代（feudal times）的古代理想已顯得不合時宜、無法令人滿意，亟須尋求其它解決方法。不少知識份子認識到，帝制結構下所奉行的許多制度並不是完美無缺的，面對前所未有的情況，他們需要別開生面，採取新的手段。看到種種似乎是突如其來的制度和思維與運作邏輯崩潰，十九世紀早期這輩以經世之學自期的學者開始以「與時俱變」為口號，試圖找尋解答上述問題的實際辦法。
　　知識階層依然懷有一個信念，認為過去可以作為當下的指導原則，但也有越來越多人發現，過去代表的，是道德與政治理想間的衝突關係。無論就宋學或漢學立場來看，面對過去的典章制度，他們都經歷了信心危機：他們認為帝國的政治體系可能永遠無法恢復了。經學的考據學轉向顯示，上述信心危機還擴及到知識階層的價值觀，這本是他們自明代以來所獻身的信念，此刻卻對這些價值觀的本質感到懷疑。漢學派的學者不是邊緣士人，也並非器量狹小、喜愛抱怨的官員。他們雖自年輕時便精熟並以學者身分捍衛道學，但他們對道學語錄中所提供的真理已失去信心，因而轉向古老的和經書以外的文獻，試圖從中揭示新的真理。

　　從後見之明來看，清代中國當時正處於重大轉變的前夕，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碰撞和日本崛起將給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帶來革命性的衝擊力量。士人們在十九世紀時便已了解，若想妥善應對種種問題，中國勢必要從根本上做出改變。不幸的是，企圖訴諸新的經學形式以再造帝國的嘗試從未成功，伴隨最後一波新經學、晚清今文學復興而來的，是帝制中國的末路。但要說明的是，即使在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後，改革主義的呼聲仍舊存在。
　　清代漢學在本質上絕非革命性的。儘管考據學家帶動經學研究形式上的轉向，他們仍再一次肯定經書理想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對他們來說，經學仍是尋求新信念和新的政治行為之出發點和不容置疑的組成要素。如晚清的經今文學者，他們為求得當下行為的正當性、也為了未雨綢繆，選擇採取激烈的手段來重新建構過去。這些學者並沒有政治革命的觀念，對社會進程的變化也沒有充分理解，但無論是漢學家經驗主義式的考據學取徑，或如今文家關於歷史變遷的觀點及倡議政治改革當與時俱進的想法，都成為日後政治和文化轉型觀點的重要踏腳石。在「現代性」缺席的情況下，我們將很難想像顧頡剛（1893-1980）和中國的新史學如何產生。顧頡剛用以建設新史學的磚瓦，多半來自清代的樸學成果。也是在這基礎上，顧氏和其他人才能於五四時期揭穿在帝制時代被視為真理的種種謊言。

　　考據學在史學和訓詁學上取得的成果，促成了清末民初（1890-1930）數十年間激烈的打倒偶像和反傳統主義思潮。考據學被認為是這波文化革命的根源，並進而得到其合法性。但這種觀點其實誤解了清代學者著述的真正目的。這樣所產生的問題是，當我們討論清代樸學時，它的學術性目的（scholarly intentions）和文化性結果（cultural consequences）經常被區分為二。我們往往會把二十世紀所見的考據學帶來的影響，解讀為十七、十八世紀學者著述時的動機，這麼做便犯了時代錯置的謬誤，例如把經學家如戴震或錢大昕誤解作一種現代知識份子（"modern" intellectual）。不過他們從來就不是現代的知識分子，作為知識階層，他們仍服膺於儒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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